《大学新语》书评

文  星

陈平原的《大学新语》聚焦于中国大学现行的制度设计及背后的游戏规则，其着眼点从中国大学百年之历史、传说与精神，转移到中国大学当下的现实、制度及心态上。

谈论被树为精神标杆的民国大学，主要靠文学史家对细节的敏感，辅之以史家的技艺，用人物和故事来支撑；而一旦触及作为公共话题的当代大学改革，尤其是进入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层面，则需依赖切身经验以及对政策、章程的追踪细读，乃至用数据说话。在陈平原这里，大学史研究与大学现状的探讨，呈现出互相支援、互为表里的关系。

《大学新语》 之所以聚焦于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层面，是因为作者有感于近年“大学精神”谈得太多，容易悬空，希望从大处着眼、小处入手，“借助细节来透视制度，通过制度来体现精神”。确实对现今中国大学的转轨而言，政策走向、制度设计比追溯传统、空谈精神更为迫切。一个重大政策出台，能持续影响好几届学生甚至改写一大批学校的前途命运。“死”的制度能戕害“活”的精神，也能滋生“活”的精神。

　　有心探讨大学转轨的游戏规则者，不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运营方，也不宜是游戏场中的竞技者或预备队，最好是不受游戏规则束缚，能主动置身“局外”的局内人。陈平原在当代大学改革论争中的位置，从某种意义上近似于这种“局外的局中人”：其身处学院体制内，自然是局中人；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外于游戏规则，则不啻为局外人。局中人的身份，使其对当代大学的利弊得失有切近的观察与体会；而相对超脱的立场，又能保证其发言的客观性与动机的纯粹性。

　　陈平原在 《大学新语》 中自称是“低调的理想主义者”，故只提些自认为的“合理化建议”。他理解的“理想主义”，只是“一种社会责任与自我实现的混合物”。然而“低调的”理想主义者，往往把自己放在一个两头不讨好的位置。讨论中国大学何去何从，且不管政府的指挥棒，学院内部的分歧远大于共识，不仅是被认为迂阔的人文学者与经济学、法学、社会学教授之间的分歧，即便在文史哲内部，“同”中之“异”仍旧明显，各自发言姿态上的微妙差别更具戏剧性。

　 《大学新语》 一书中触动最深的是 《三说“扩展211”》 这组文章。“非211”对大学造成的伤害，最致命的一点是在生源上。对老师来说，就职于211或非211大学，对他的事业发展可能有影响，但不是根本性的、决定性的。如果你做得好，照样有你的发言空间与表演舞台。但对学生则不然，高考填报志愿时，选择211还是非211，直接关系到他四年后能否找到一个称心的饭碗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现在找工作流行“查三代”，一看你本科是非211出身，即便简历做得再漂亮也没用。目前就业市场上对非211大学毕业生的隐形歧视，会左右填报志愿时学生及家长的选择，进而导致非211大学在生源上的恶性循环。而且生源问题与大学发展遭遇的其他瓶颈问题性质还不太一样。硬件上的问题，砸钱就可以解决；但生源问题却是扔多少钱进去，都难以在短期内改善的。生源质量上不去，才是非211对大学造成的致命伤。

　　陈平原在 《大学新语》 中提出的建议，十分中肯，他主张重新开放211工程，实行动态化管理，把一批达到条件的大学逐步吸纳进来。这个建议从长远看，有助于促进中国大学内部的良性竞争，更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原则，不至于使一些有根底、有潜力的大学，一步没赶上，步步赶不上。文中特别指出，当初评选211大学时，明显偏向于工程技术类大学，相对忽视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类大学或师范类大学，换言之，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。

　  陈平原谈大学问题，不是只关注金字塔尖上的那一两所大学。以北大、清华为标准，讨论中国大学往何处去，对作为金字塔主体的一般大学或地方大学来说，多半是搔不到痒处，更触不到这类大学的痛处。《大学新语》 里有大量文章谈到地方大学、中西部大学、非211大学，以及起步不久的民办大学。用陈平原的话说，大学是“千姿百态”的，不仅要关注不同类型的大学，还要留意不同层次的办学方式，才能对高等教育这座金字塔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。

　　不容否认，对当下大学改革而言，现实、制度、心态比历史、传说、精神更紧迫且更有力量。我们没办法关起门来讨论大学何为，大学怎样才能有精神。大学不是理想国，大学精神不等于乌托邦精神，需要以建设者的姿态，正视制度设计的缺陷与政策导向的偏差，并反思学者自家的言论立场。

　　
